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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中国艺术歌曲根植于民族民间音乐沃土的旋律美；含有意蕴，意味，意境的歌诗美；贴近现实生活的社会美；声乐表演的个性美；注重音乐技术含量的技术美；雅俗共赏的接受美的阐释，对中国艺术歌曲的美学特征进行初步的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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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真理’，即人类在某些问题上的共同看法。因为真理绝不会仅在某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内反映出来，它必然既出现在西方，又出现在中国。”[1] 由于中西音乐过去是在相对独立的文化语境中形成，同一层面的问题，其关注点则各不相同，这就形成了不同的形态与理论范畴。
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自20世纪20年代发轫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经过几代作曲家、歌唱家的不懈实践和传释，中国艺术歌曲业已形成自己独特的美学特征。对此进行梳理，研究，探索，对当下中国艺术歌曲创作、表演的繁荣，发挥其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功用有积极的意义。本文拟从六个方面对中国艺术歌曲的美学特征进行阐释。
根植于民族民间音乐沃土的旋律美
旋律的创作是艺术歌曲创作的关键和灵魂。旋律的个性化创新，是艺术歌曲创作永远的母题。这是为中外艺术歌曲创作史所证实了的真理。中国有丰厚的民族民间音乐的积淀，是一个旋律艺术高度发展的国家。任何外来的音乐艺术形式，要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就不能不正视这一传统。只有与之相结合，融合，才能根深叶茂，茁壮成长。欧洲艺术歌曲，西方通俗歌曲引入中国，都经历了这一适应，融合的过程。中国深厚的旋律艺术传统，具有高度旋律审美期待的听众，必然地要求中国艺术歌曲具有高度的旋律美感。前苏联音乐学家兹•阿别江指出：“大作曲家总是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作为音乐主导因素的旋律上。旋律是音乐、整个音乐的重要基础。因此，完美的旋律意味着、并激发出和谐的形式。旋律的表现力从最高意义上讲是作曲家的主要生活目的。”[2] 二十世纪初，一些留洋的学习音乐的作曲家就尝试以中国古典诗词和白话新诗结合民族音调创作“土洋”结合的中国艺术歌曲，取得了成功。如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就以京剧西皮流水的音调为元素创作了脍炙人口的艺术歌曲，体现了中国艺术歌曲的旋律美。这一优秀的传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艺术歌曲的创作中得到了传承发扬，成为中国艺术歌曲一大美学特征。《草原之夜》的优美深情的旋律以及思念心上人的意境；《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旋律的环绕进行所营造的缠绵情思，都深深地打动了听众。这两首歌都与新疆维吾尔民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千年的铁树开了花》那热情奔放的，具有情感发展广阔天地的音调与东北民歌有着不可割舍的情缘。《我爱你中国》那舒展宽广的旋律中，我们可以听到历历可辨的西南少数民族民歌的音调。《彩云与鲜花》那优美动听的旋律中，同样流淌着西南少数民族民歌的血液，但气质、情调各不相同，呈现出多彩的旋律美的形态。《白发亲娘》、《再见了大别山》是两首民族风格突出的艺术歌曲。它们的旋律深情而动听，有极强的感染力，表现情感深刻而内在，很好地体现了中国艺术歌曲的旋律美感和艺术魅力。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作曲家将根植于民族民间音乐沃土的旋律美，作为创作中国艺术歌曲首要的、自觉的追求。形成了不同于欧洲艺术歌曲的一大美学特征。
形成中国艺术歌曲具有民族特色的旋律美的美学特征，除了依托丰厚的民族民间音乐的积淀外，也必然有独特的创作手法。这就是依字行腔：旋律进行的形式依据；以意行腔：旋律进行的内容依据。中国艺术歌曲是以汉语演唱的，汉字是有四声的。中国戏曲及曲艺唱腔讲究依字行腔，字正腔圆。这同欧洲艺术歌曲分别以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俄语演唱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依字行腔保证了汉语演唱的字正腔圆，是中国艺术歌曲旋律美的基础性的保障。依意行腔是我国传统音乐比较推崇和讲究的旋律处理方法。他在表达作曲家对歌词的敏锐感觉及表现感情，细腻地传递音乐美感，发挥音乐想象力方面具有广阔的天地。
以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为元素，以依字行腔和依意行腔为旋律构成方法，结合旋律写作的种种手法，构成了中国艺术歌曲根植于民族民间音乐的旋律美。
具有意蕴、意象、意境的歌诗美
欧洲艺术歌曲对于诗歌的选择是颇为考究的。作曲家大多选用著名作家和诗人的诗歌来谱曲。德奥艺术歌曲与19世纪前后的德奥浪漫主义诗歌的兴起；法国艺术歌曲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勃兴有直接的关系。在欧洲艺术歌曲中，歌德、海涅、席勒、缪勒、莎士比亚、普希金、托尔斯泰、莱蒙托夫、雨果、维尔兰等大诗人、大文豪的著名诗歌自然成为艺术歌曲歌词的首选。选名人名篇是因为他们的诗歌有艺术质量，有激发作曲家旋律思维的动情力，且适宜于谱写艺术歌曲，并非因为他们的名气。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诗歌传统的国家，欧洲艺术歌曲所采用的诗歌，分别是用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俄语写作的诗歌，这与以汉语写作，朗读的诗歌有很大的区别。中国有大量的、优秀的古典诗词，中国的艺术歌曲的作曲家自然把审美指向投射到古典诗词上。于是，有了一批为古典诗词谱曲的艺术歌曲。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作曲家为毛泽东诗词谱写了一批质量很高的艺术歌曲。在20世纪初，“五四”运动后，新文学，新诗歌蓬勃发展，在此背景下，产生了一批为新诗谱曲的艺术歌曲如：《教我如何不想他》、《卖布谣》、《玫瑰三愿》等。
中国艺术歌曲的歌诗美集中表现在歌诗的意蕴美、意象美、意境美、与音乐性上。我们将中国艺术歌曲的歌词称之为歌诗，是因为本来在我国古代，诗词是入乐的，诗即是歌，歌即是诗；是因为欧洲艺术歌曲大多是选名家的著名诗歌作为艺术歌曲的歌词。“所以称它为‘歌诗’，则指歌词这一依附于音乐的文学部分，要保持它独立存在于诗歌之林的位置。它是音乐的文学部分，它又有文学的音乐属性。它的文学性则侧重于吸取诗的特质，它的音乐性则侧重于熔铸音乐的声乐职能” ；“所以称其为‘歌诗’，它具有歌的美与诗的情。当它依附于歌而传诵于人民之口，它能把歌诗的内涵挖掘得淋漓尽致；当他离开歌飞驰，他又具有诗的独立价值，使人读起来也能分享诗美之乐；”[3]

中国艺术歌曲的歌诗具有意象美。意象这个概念主要有两种用法：“一是指作者在艺术构思中，出现于心中而尚未形之于笔墨的形象，它属于作者意识中的‘象’。二是解释为‘寓意之象’，即指诗歌中寄寓着作者思想情感和审美趣味的特定物象。”[4]歌诗中的意象主要指后者。意象美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美学特征。这在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毛泽东诗词艺术歌曲中有充分的体现。就是在新创作的艺术歌曲中也不乏歌诗的意象美。如：《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中“葡萄”的意象；《草原之夜》中冬不拉“琴声”的意象；《卜算子•咏梅 》中梅花的意象都寄寓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与审美情趣，都灌注着作者生命意识的勃勃生气。正如美国当代美学家阿恩海姆所说：“那些不具意识的事物——一块陡峭的岩石、一根垂柳、落日的语汇、墙上的裂缝、飘零的落叶、一股清泉，甚至一条抽象的线、一种孤立的色彩或是银幕上起舞的抽象形状——都和人体具有同样的表现性。”[5]

诗贵意境，词贵意象。是诗界的一种习惯的说法，并非歌词（歌诗）无需讲究意境。恰恰相悖，意境美是中国艺术歌曲歌诗的重要的美学特征。“意境是诗人主观情志同客观事物有机结合所构成的一种情景交融、形神兼备、虚实相生，富于审美韵味的艺术境界。”[6]《草原之夜》、《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岩口滴水》、《沁园春•雪 》、《送上我心头的思念》《周总理，你在哪里》等艺术歌曲都是具有意境美的，优秀的艺术歌曲。意境与意象都艺术地深化了歌诗的内在意义——意蕴。
歌诗的音乐性，是词曲结合的重要基础。我国的诗经、楚辞、唐诗、宋词都是入乐的。其格律，其节奏，其声调都是歌诗的音乐性元素。中国艺术歌曲的歌诗，除古典诗词，毛泽东诗词之外，新创作的歌诗大多具有激发作曲家音乐思维的歌唱性诗情；有大致整齐的顿数；押大致相近的韵；有决定旋律基本走向的四声声调；结构相对短小，整齐适合谱曲。这就是中国艺术歌曲歌诗所具有的音乐性。
贴近现实生活的社会美
欧洲的艺术歌曲诞生于沙龙、客厅，是一种小众艺术、高雅艺术。它基本上是诗人、作曲家带有强烈个性的，微妙的艺术感觉，及丰富的、细腻的内心情感的个体性抒发。因此，欧洲艺术歌曲的题材大多是描写爱情、自然美、宗教故事、神话人物等等。如舒伯特的《致月亮》、《野玫瑰》、《鳟鱼》、《纺车旁的格丽卿》、《圣母颂》、《魔王》等；如德彪西的《阳台》、《黄昏的和谐》、《喷泉》、《凝思》、《恋人之死》；如拉赫马尼诺夫的《在我的灵魂里》、《春潮》、《丁香》、《夏夜》、《梦》等。中国艺术歌曲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国现实社会，与中国人的命运、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我国近现代第一首艺术歌曲《大江东去》创作于大革命失败之时，古人的这首词引起了作曲家的共鸣，创作了此歌，发散了作者政治上的失意。沿着这一条与现实社会相联系的线索，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有聂耳的《铁蹄下的歌女》、星海的《黄河怨》《黄水谣》、贺绿汀的《嘉陵江上》、张寒晖的《松花江上》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大量的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歌曲。20世纪20年代欧洲艺术歌曲传入中国时，中国作曲家也创作了一批表达个体敏锐的艺术感觉，细腻的内心情感的艺术歌曲如：《教我如何不想他》、《玫瑰三愿》《红豆词》等。
从总体上说，贴近现实生活的社会美应该是中国艺术歌曲的美学特征之一。我们的艺术歌曲在歌颂祖国方面有：《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华》、《祖国，慈祥的母亲》；赞颂祖国大好河山的有：《克拉玛依之歌》、《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长江之歌》、《多情的土地》等；咏唱人民纯真爱情的有：《草原之夜》、《敖包相会》、《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等等。这些歌曲热情地讴歌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关系的美与社会事物的美，在人民的现实生活中起到了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作用，成为人民大众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同时，我们的作曲家还创作了大量的古典诗词艺术歌曲与毛泽东诗词艺术歌曲。这些歌曲成为中国艺术歌曲中有特色的、有质量的优秀作品。因此，中国艺术歌曲在体现贴近现实生活的社会美的同时，做到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而促进了中国艺术歌曲的健康发展。
声乐表演的个性美
欧洲艺术歌曲是用美声唱法演唱的。这在德奥艺术歌曲、法国艺术歌曲、意大利古典艺术歌曲、俄罗斯艺术歌曲的演唱实践中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到了中国，艺术歌曲是不是仅仅局限于用美声唱法来演唱呢？这是一个在音乐界有争议的问题。笔者就中国当代艺术歌曲的定位问题曾提出狭义艺术歌曲与广义艺术歌曲的概念。狭义艺术歌曲是指欧洲艺术歌曲的概念；广义艺术歌曲定义为：“由作曲家创作的，歌诗、旋律、人声、伴奏融为一体的，立体化的独唱歌曲。它的技法考究，意蕴丰富，结构精致，格调典雅，伴奏具有重要的独立地位。”
在广义的艺术歌曲中，在中国的声乐实践中，艺术歌曲不仅仅是用美声唱法来演唱。那些用民族唱法来演唱的艺术歌曲，应该属于艺术歌曲的范畴。中国的声乐教育，除了美声唱法的教学外，还有以科学发声为基础，结合中国戏曲、曲艺、民歌演唱特点而形成的民族唱法。这种唱法在各音乐院校都有系统的教学方法及众多的师生。这种唱法产生了、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歌唱家，如：吴雁泽、姜嘉锵、彭丽媛、宋祖英、张也、阎维文、吕继红等。我国作曲家也为民族唱法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歌曲，如：《再见了，大别山》、《父老乡亲》、《白发亲娘》、《乌苏里船歌》、《克拉玛依之歌》等。
在中国艺术歌曲的声乐实践中，民族唱法集中地体现了声乐表演的个性美。在演唱方法上，它一手伸向西洋，吸收科学发声的长处；一手伸向民族民间，汲取民族声乐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声乐理论上，吸取传统唱轮的精髓，为当下的声乐实践服务，形成了“唱心”“唱情”，情声并茂；注重语法，字正腔圆；精于谋篇，迁想妙得；因意定型，随物赋形；自然真切，适体适度的特色。从理论与实践上，形成了中国艺术歌曲声乐表演的个性美。
注重音乐技术含量的技术美
美学家林同华认为：“技术能力是人类最基本的物质生产能力。”“艺术审美能力，必然也是技术审美能力发展的结果。例如，人类绘画能力，是艺术审美力。但人类如何应用颜料、线条和工具，刻画某种形象，这里就有技术，或艺术技巧问题。”[7] 我们身处于一个数字化生存的年代，这是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也是音乐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对于技术问题我们必须以清醒的客观的态度来认识。那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讲空头政治，蔑视技术的思想是愚蠢的。对于音乐技术问题，作曲家金湘曾尖锐地指出：“提高歌剧创作质量有三个因素，⒈ 技术要过关。音乐艺术是一门技术性极强的艺术。作曲家没有技术就没有发言权。在音乐创作上轻视技术的掌握，欲以内容代替形式，情感表现代替技术运用等等，均会自食其果。不可想象，只有平面的单旋律感觉而无多声部写作技术的人，能写出整体结构的歌剧音乐；只有方整性、封闭性的歌谣体感觉而无多声部写作技术的人能够写出交响性的歌剧音乐。技术准备的不足，必然带来作品的苍白与贫乏。”[8] 金湘是就歌剧创作而言的，但这对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同样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多年以来，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我们对内容和形式；思想与技术等问题缺乏辩证的把握，对技术总有一种蔑视的倾向，因而在这一问题上使我们受到辩证法的惩罚。
艺术歌曲是一种讲究技术，对音乐技法有很高要求的艺术形式。没有很好的音乐技术的准备，就写不好艺术歌曲。艺术歌曲是歌诗、人声旋律、伴奏的立体性的融合。它不是线性的呈示，而是立体的呈示。曲作者必须掌握多声写作，展开性写作的技法方能胜任。中国艺术歌曲业已形成注重技术含量的技术美。如：罗忠镕的《涉江采芙蓉》、施光南的《周总理，你在哪里》、陆在易的《我爱这土地》等。罗忠镕等作曲家追求技术并实验各种新技术，运用于艺术歌曲的写作，使当代艺术歌曲作曲家的作品的音乐技术含量大大提高，从而形成了中国艺术歌曲注重音乐技术含量而形成技术美、艺术美。这不仅是音乐技术上的进步，更是艺术观念的飞跃，值得庆幸。
雅俗共赏的接受美
雅俗共赏的接受美是中国艺术歌曲的又一美学特征。欧洲艺术歌曲是在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诞生于沙龙及客厅的，它是高雅艺术，。中国的艺术歌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艺术歌曲是在剧场、广场，甚至在工厂、矿山、哨所、田间、地头演出，接受对象主要是人民大众。中国艺术歌曲从诞生之时起就吸收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元素进行创作。有一部分艺术歌曲就是作曲家根据中国民歌加以改编，并编配具有独立意义的钢琴伴奏受到海内外的听众的欢迎。中国艺术歌曲在题材选择上不仅有抒发个人细腻情感的抒情歌曲，也有大量表现中国人民群体感情的，贴近现实生活的艺术歌曲。因此，中国艺术歌曲无论从起源上，音乐语言上，民族风格上，题材上都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所乐于接受。在审美情趣上，既满足人民群众的审美期待；又适度提升人民群众的欣赏水平，不至于长期停留在“小放牛”，“人手刀口羊”的水平。做到了雅俗共赏。
中国艺术歌曲既有严格意义上的接近于欧洲艺术歌曲的样式；也有广义的具有独特美学特征的样式，这其中包括民歌改编的艺术歌曲；以传统技法创作的艺术歌曲与以现代技法创作的艺术歌曲，呈现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整体美。
中国艺术歌曲具有的根植于民族民间音乐的旋律美；含有意蕴、意象、意境的歌诗美；贴近现实生活的社会美；声乐表演的个性美；注重音乐技术含量的技术美；雅俗共赏的接受美构成了中国艺术歌曲的美学特征，标志着中国艺术歌曲经过80多年的实践渐趋成熟，并为中国乐派的建立提供可资参照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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